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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污染者存在合作 共 谋 可 能 性 时,
 

环 境 税 规 制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问 题

的机制和效应.
 

研究表明,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当污染者之间 的 合 作 共 谋 程 度 不 明 确 或 不 能 被 环 境 监 管 者

有效观测时,
 

利用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如果监管机构能够 投 入 很 高 的 成 本 用 于 监 测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从而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
 

那么最优的监 管 政 策 对 于 合 作 共 谋 的 污 染 者 集 体 有 利,
 

会 向

合作共谋的集体征收税率较低的环境税,
 

但对不合作共谋的集体中的面源污染个 体,
 

则 会 征 收 最 优 但 税 率 很

高的环境税.
 

同时,
 

如果引入风险偏好因素,
 

当农业面源 污 染 者 厌 恶 风 险 时,
 

社 会 整 体 福 利 水 平 会 随 着 污 染

者合作共谋指数的提高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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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最初被广泛应用于点源污染的防控,
 

相关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点源污染领域[1-2].
 

经济学家们

普遍承认,
 

诸如环境税(排污税)、
 

可转让排污权交易许可等环境政策工具,
 

通过价格机制促进点源污染减

排的能力很强并且十分有效[3-4].
 

在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共同作用下,
 

点源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但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面源污染问题却愈发突出,
 

并逐渐成为污染损害的主要来源.
 

Camacho-Cuena和

Requate[4]指出,
 

许多环境问题,
 

尤其是由农业引起的环境问题,
 

都可以归入面源污染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

作为面源污染的主要形式,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特别是由于农业导致的湖泊、
 

流域的面源

污染问题,
 

让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将环境税(补贴)、
 

罚款等在点源污染控制方面运行良好的环境经济制度移

植到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实践中.
 

实际上,
 

自1970年代开始,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污染防控中的不对称信息

问题,
 

并开始研究将环境税用于面源污染的控制[5-6].
一般情况下,

 

环境税的有效实施要求对每一个污染排放者的排污水平具有完全信息,
 

但农业面源污

染不同于点源污染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无法有效观测农业生产者个体的污染行为,
 

污染管制机构只能

获得关于总体环境污染排放水平的信息,
 

而不能获知个体污染排放水平[4,7-8].
 

环境管制面临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
 

一方面可能源于观测每个个体的排放水平在技术上有困难,
 

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观测和

掌握这些污染排放的信息成本非常高[9].
 

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税等政策工具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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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防控领域的应用[10-12],
 

但有关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
 

最早也是从信息不对称方面取

得突破的[13].
关于面源污染环境税规制机制的研究表明,

 

面源污染问题可以利用基于污染排放噪声观测的激

励相容机制,
 

在这一方面 Holmström[14]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
 

但他建立的理论模型依赖于3个假

设.
 

首先,
 

总的面源污染排放量可能存在一些测量误差,
 

但一定能够公开进行观测,
 

这样就可以计算

和征收环境税(实际上是一种排污税).
 

每一个污染者根据监测到的排污水平,
 

按照环境税税额标准,
 

计算缴纳相应的环境税,
 

第二,
 

在选择污染排放水平时,
 

面源污染者博弈遵循古诺 纳什(Cournot-
Nash)行为模式,

 

同时进行排污决策.
 

换言之,
 

面源污染者之间不存在先发优势,
 

也不存在寡头、
 

垄断

等市场势力,
 

他们具有同质性,
 

同时进行决策,
 

确定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水平.
 

第三,
 

污染者是风险中

性的.
 

当每个排污主体都承担污染排放增加的边际成本时,
 

环境税就是有效率的[15-16].
 

这样得出的

结论即便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
 

规制者没有关于个体污染排放的信息,
 

利用环境税调节面源污染也是

可行的,
 

并且可以实现有效率的配置.
 

实际上,
 

污染者个体污染排放相关的信息毫无价值,
 

合意的环

境税制度设计并不需要这些信息,
 

这一结论已经被很多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的相关研究

所证明.
 

例如,
 

Cabe和 Herriges[10]建立的静态模型,
 

McAfee
 

和 McMillan[17]等引入逆向选择的研究,
 

以及Xepapadeas[18]建立的动态模型,
 

都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
 

同时,
 

Lewis
 [19]研究了机制设计在环境

污染规制问题中的应用,
 

Chambers和Quiggin[20]
 

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中,
 

属于该领

域的开创性研究,
 

并且验证了上述结论.
当然,

 

也有一些先前的研究对环境税的效率问题持否定态度,
 

这种质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
 

污染主体必须清楚他们的个体排放行为对于污染排放总水平测量的影响,
 

而排放主体众多是农业面源污染

的重要特征,
 

因而要满足这一条件就变得十分困难[10].
 

第二,
 

环境税一般适用于对污染排放量的随机噪声

测量,
 

根据有噪声的随机测量值征收环境税,
 

给污染者带来了风险,
 

而这种风险会使得社会成本非常高,
 

即便污染者是规避风险的.
 

从理论上讲,
 

采用非线性激励机制能够减少对环境税效率问题的质疑,
 

但这样

的机制往往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
 

最典型的就是最优政策要求无限处罚但处罚率为零.
 

激励机制的设计

也依赖于精确的测量误差的概率分布特性,
 

而这种特性又使得在实际操作层面十分困难.
上述对于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质疑,

 

一般都没有考虑面源污染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共谋因

素.
 

如果放松污染者合作共谋的假设,
 

可能结论会有所差别,
 

这种质疑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合理

的解释.
 

实际上,
 

放松非合作行为假设本身是否重要,
 

与面源污染集体的性质有关联,
 

特别是许多农业

问题涉及当地流域的污染问题,
 

污染者之间合作共谋的方法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可能会有价值.
 

农业生

产者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建设并保护湿地和池塘以捕捉硝酸盐排放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

子.
 

此外,
 

在欧洲和其他国家有一种环境政策趋势,
 

就是使用依赖于污染者合作的自愿协议或契约,
 

实

现污染减排的目标[21].
 

从工作场所[22]、
 

小额信贷机构[23]到农业环境组织的不同情境,
 

农业面源污染者

之间存在的合作都有据可查.
 

Kandel和Lazear[22]的研究表明,
 

因社会道德带来的同行压力为污染者采取

合作共谋策略提供了有效的激励,
 

De
 

Janvry等[24]研究了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质量如何依赖于监管和

执行成本,
 

本文将说明面源污染者合作共谋是如何在环境政策中发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的监管机

构往往在社会层面和专业技术层面依赖于地理位置上较近的主体之间的合作,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同行

监测的制度框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
 

荷兰就成立了农业合作社,
 

以协调政府为防止过量施肥导致

富营养化问题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
有关同行监测的研究文献表明,

 

当污染主体之间共享规制者(政府)不能观测掌握的相关信息时,
 

签订

协议进行同行监测就有价值[25-26],
 

有利于面源污染的减排和控制,
 

与规制者(政府)相比,
 

污染主体在污染

排放方面拥有很多的信息优势,
 

这种同行监测的优势已被一些实证研究用于公共财产资源管理[27-28].
 

地理

上的邻近有助于监测可能的共谋偏离(违约),
 

合作也需要对不合作的违约方实施制裁的能力,
 

否则这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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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谋就是一种松散的、
 

没有任何保障的“口头协议”,
 

会对面源污染者的决策行为模式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为每一个参与合作共谋的污染者都可能为了获得额外的利益而背离“协议”.
 

从这一点上说,
 

将违约者排

斥在共同项目(例如农业合作、
 

专业协会、
 

联合研究)之外的威胁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行为约束,
 

阻止污染

者对合作的偏离或者违约,
 

保证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行为具有稳定性.
 

众所周知,
 

在重复的博弈中,
 

如

果污染主体的贴现因子足够高,
 

诸如社会孤立等可信的威胁有助于维持污染主体之间的合作.
 

农业面源污

染主体如果在博弈中同时决策、
 

同时行动,
 

也可能出现合作的结果,
 

例如社会协作,
 

或者合作社共享共同

的生产要素.
 

如果污染主体停止减排合作,
 

通过使用触发策略并威胁恢复到非合作的二次博弈均衡状态,
 

他们就可能在排放和减排方面维持合作[29].
 

注意,
 

即使对合作的背离无法有效观测,
 

某些合作仍然是可持

续的.
 

在这种情况下,
 

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污行为的惩戒制裁必须针对污染者集体,
 

并且总体排放水平高于

设定的某一阈值.
 

在均衡状态下,
 

没有人偏离设定的排放水平,
 

但如果污染排放监测是随机的,
 

惩戒制裁

却是无效率的,
 

这与Green
 

和Porter[30]的研究结果吻合.
总体上看,

 

此前的文献很少研究环境政策的配合问题.
 

Hansen[3]提出,
 

设置环境税(排污费)的最

低支付额度,
 

我们可以证明这种制度调整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
 

然而,
 

Hansen
的这一建议并不总是有效的,

 

当污染排放总水平的测量有噪音时,
 

结论就依赖于对测量误差分布函数

的确切信息.
本文将分析第三个质疑环境税效率结果的理由,

 

即污染者之间是否可能采取合作共谋策略.
 

我们把合

作共谋定义为污染者为了实现集体利润(或者收益、
 

福利)最大化而协调各自污染排放水平的一种能力,
 

并

假设这种合作共谋是污染者的一种外生性特征,
 

即合作共谋的程度是外生决定的.
 

这个假设让我们可以更

清晰地分析政府如何利用环境税规制采取合作共谋策略的农业面源污染者,
 

即给定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

程度,
 

规制者(政府)如何作出反应.
 

至于污染者合作共谋与政府规制之间是否存在倒置的因果关系,
 

或者

说政府规制如何引致污染者合作共谋,
 

又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本文中暂不做探讨.
 

不过,
 

分析污染者

合作导致的影响十分重要,
 

本文将着重进行深入剖析.
 

通常而言,
 

针对污染排放总量征收的环境税,
 

让每

一个污染者付出代价.
 

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
 

每一个农业面源污染者在做出排放决策时,
 

都不会考虑其他

污染者为污染排放而额外付出的代价,
 

因而在通常的古诺 纳什博弈(Cournot-Nash
 

game)中,
 

最优污染排

放水平对整个污染者集体而言,
 

是缺乏效率的,
 

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离,
 

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相反,
 

如果农业面源污染者能够通过沟通协调进行合作,
 

可以将他们的排放总量降到更低的水平,
 

进而实

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
 

即帕累托效率改进,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动力和目的所在.
下文将论证在征收环境税的情况下,

 

合作共谋的可能性对行为有重要影响.
 

然而,
 

现实中对农业面源

污染单独征收环境税的例子很少,
 

美国的区域污染管制算是一个近似的例子.
 

比如“大沼泽地永久行动”,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
 

如果总的降磷目标没有实现,
 

那么土地税税率就自动调增[31-32].
 

接下来将论证,
 

现实

中征收环境税的困难可能源于监管机构无法获知污染者是否会采取合作共谋的行为方式.
 

事实上,
 

监管者

很难观察到同行监控的有效性、
 

农业面源污染主体的不同博弈以及博弈中相关威胁的价值和有效性.
 

本文

首先建立了基本模型并分析了完全信息条件下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情况,
 

分析了当农业面源污染者

合作的程度无法获知的情况下环境税机制的运行情况,
 

接着引入了一种基于排污监控的新的政策工具,
 

对

不合作共谋的农业面源污染者采用排污税机制,
 

而对合作的污染者采用环境税机制分析了这种规制机制如

何在一个简单的两类型(完全合作与完全不合作)模型以及连续型(合作共谋指数多元连续)模型中运行,
 

并

且证明了这种规制机制在面源污染者厌恶风险的情况下十分有效.
 

最后还比较分析了本文建立的农业面源

污染规制机制和现有文献提供的各种政策工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
 

基准模型

我们将建立一个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基本分析框架,
 

之后逐步放松假设条件,
 

并引入污染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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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
 

合作共谋等因素,
 

比较分析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效率.

1.1 模型基本假设

1.1.1 面源污染者行为

为了简化问题、
 

便于分析,
 

我们假设在经济中存在n个相同的、
 

风险中性的农业面源污染主体,
 

暂不考

虑污染主体的异质性问题,
 

同时不考虑产品市场,
 

因而没有引入消费者剩余变量.
 

污染主体i=1,2,…,n
同时决策,

 

选择污染排放水平ei,
 

其生产经营利润π(ei)减去向政府支付的净金额(环境税或排污税扣除一

次转移支付)后为其净收益U.
 

利润π(ei)是污染排放ei 的函数,
 

并且是严格凹的,
 

其一阶导数单调递减,
 

因而其反函数ε=(π')-1 也是严格凹的.
 

这样,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问题就是:
 

面对政府对每单位污染排放征

收排污税t的政策,
 

选择一个最大化净收益的污染排放水平e=ε(t).
 

我们有如下假设条件:

假设1 税收收入tε(t),
 

是一个关于t的凹函数.
直观上,

 

这个假设让环境税(排污税)函数具有“拉弗曲线”的形状.
 

实际上,
 

这个假设并不苛刻,
 

利润

函数的三阶导数非正即可满足条件.
 

在对称信息条件下,
 

农业面源污染者排放e,
 

并向政府缴纳费用F.
 

单

个污染者的净收益为

U=π(e)-F (1)

需要说明的是,
 

农业面源污染者向政府缴纳的费用F,
 

既可以是排污税,
 

也可以是环境税.

1.1.2 环境损害函数

假设环境损害D 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量E=∑
n

i=1
ei 有关,

 

并且污染排放的边际损害递增,
 

即环境损害

函数D(∑
n

i=1
ei)是凸的,

 

其二阶导数D''(∑
n

i=1
ei)>0.

1.1.3 政府行为

假设政府在筹集公共收入方面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
 

且环保意识比较高,
 

基于观测到的一些变量对农

业面源污染者实行货币性征收惩罚,
 

以实现降低污染排放带来的环境损害的政策目标.
 

假设政府对每个农

业面源污染者根据污染排放量定额征收排污税或环境税t,
 

其总量为F.
 

同时,
 

假设政府筹集公共收入的边

际成本为1+λ,
 

其中λ是一个与政府预算约束相关的乘数,
 

是一个常数外生变量.
由于污染者在决策时并未考虑环境损害的成本,

 

政府调控就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我们假设政府的政策

目标就是实现社会总体剩余SS最大化.
 

在征收排污税的情况下,
 

单个农业面源污染者总的支付F=tε(t),
 

社会总剩余为

SS=nU-D(ne)+(1+λ)nF (2)

其中,
 

其中λ是一个与政府预算约束相关的乘数,
 

1+λ为政府筹集公共收入的边际成本.
 

将(1)带入(2)做

F=π(e)-U 的替换可以得到:

SS=n(1+λ)π(e)-D(ne)-nλU (3)

可以发现,
 

给农业面源污染者个体留下经济租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
 

因为政府筹集公共收入的成本比较高

(具体多高取决于常数变量λ).
 

同时,
 

由于污染者可以选择停业或者迁址,
 

我们假设所有的制度规制都必须

满足参与约束,
 

即农业面源污染者的净收益U 必须高于一个合理必要的水平,
 

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和再生

产,
 

即净收益的下限(比如U=u).
 

参与约束条件防止政府使用一次总付税手段筹集财政资金,
 

同时,
 

政府

为了筹集足够的公共收入,
 

必然会通过其他税收制造经济扭曲,
 

即其他税种必然扭曲经济资源配置,
 

这也

是政府公共收入的边际成本大于1的重要原因[33-34].
 

这样,
 

在参与约束条件U=u下,
 

求解(3)式最大化的

条件,
 

假设均衡条件下污染者个体排放水平为e*,
 

最优的排污税为t*,
 

一阶条件可以表示为

π'(e*)=
D'(ne*)
1+λ ≡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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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准模型中,
 

政府通过对农业面源污染者个体征收税率为t* 的从量排污税,
 

并实行一次转移支付,
 

确保满足参与约束条件.
 

尽管这一排污税水平因公共收入边际成本大于1而对资源配置造成了扭曲,
 

但它

仍然是一个最优环境下的税率水平,
 

在存在其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
 

均衡的税率水平与最优税率水平会有

一定的差异.
在实践中,

 

观测排污行为的成本很高,
 

因为如果要精确地测量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水平,
 

政府必须安装

一系列价格高昂的专业化设备.
 

排污监测的成本不仅包括设备安装的成本,
 

还包括一些其他相关成本,
 

比

如向监测工作者支付的工资福利以及防范合作合谋的约束成本.
 

这种监管制度使得向排污者定额征收排污

费具有可操作性,
 

与之前建立的基准模型的唯一差别在于,
 

均衡条件下社会总剩余水平因为监管成本的存

在而减少了.
如果政府选择不增加排污监管系统的成本,

 

那么农业面源污染者的个体排放水平就难以观测.
 

在现实

中,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
 

全球污染水平通常是可以通过关于全球环境损害或诸如水体污染浓度测算等手

段计算出来的.
 

由此引申,
 

污染的总体水平一般是可以测算的,
 

但个体污染排放水平难以监测,
 

这样的假

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此,
 

我们假设政府可以监测的唯一变量是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总水平,
 

并且这一观

测值m 是有噪音的、
 

真实估计的且无偏的,
 

以数学形式表达为

E(m|∑
i
ei)=∑

i
ei (5)

上式中,
 

E 是算术平均(期望)符号.
 

观测值m 有噪音这一假设在模型分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

一个面源污染问题中,
 

规制政策工具在收费(征税)中依据的唯一变量就是m.
 

接下来,
 

我们首先考虑一致

的线性征税问题,
 

即:

F(m)=τm+T (6)

上式中,
 

τ是基于监测总排放值征收的环境税,
 

而T 则是一次总付税,
 

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污染者的参与

约束条件,
 

政府(规制者)对污染者的转移支付(T <0),
 

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环境税式支出制度安排.
 

污染

者支付的环境税等于税率τ乘以监测到的面源污染排放总水平m,
 

但是,
 

给定其他所有污染者的排放水平,
 

对污染者个体而言,
 

τ也是自身增加单位排放的边际环境税支出(成本),
 

因而,
 

对污染者个体而言,
 

环境税

τ实际上就是一种排污税.

1.2 农业面源污染者非合作基准模型

当农业面源污染者采取非合作策略,
 

环境税τ对其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求解一个简单的古诺 纳什博

弈问题进行分析.
 

对污染者i而言,
 

给定其他污染者j≠i的排污策略(ej)j≠i 时,
 

其目标函数为

MAX. E[π(ei)-τm|∑
n

j=1
ej]=π(ei)-τ∑

n

j=1
ej (7)

污染者根据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原则,
 

选择最优的排污水平e=ε(τ),
 

最优的排污税水平就是将环境税税率

设定在τ=t* 的水平.
 

因此,
 

关于污染者个体排放水平的相关信息就没有价值了,
 

也就是环境税规制面源

污染有效率[13-15,17]的一个典型例子和有力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述均衡状态下,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集

体收益(利润)并未实现最大化,
 

因为每个污染者在做出污染排放决策时并未将其他污染者必须支付的费用

内生化,
 

即排污决策并未考虑其他污染者必须承担的成本.

1.3 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的基准模型

分析农业面源污染者采取合作共谋策略的情形.
 

所谓合作共谋,
 

是指污染者协调排放选择、
 

实现更

好的成本“内部化”结果的一种能力和行为[35-36].
 

为了简化问题,
 

不对污染者之间合作的产生机制进行

分析,
 

而将其合作视为一个外生变量.
 

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程度,
 

依赖于污染者观测其他污染者排放

水平的能力.
 

因为如果污染者无法通过有效观测掌握其他污染者排放情况的信息,
 

可能会导致其他污染

者采取损害其利益的排污行为.
 

推而广之,
 

如果每个污染者都面临这样的情形,
 

合作共谋的可能性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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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
 

甚至出现无法合作的情形.
 

对于政府(规制者)而言,
 

即便不能有效监测污染排放水平,
 

但可

以采用复杂的制度机制,
 

通过面源污染者申报排污水平而逐步获得真实的排污量信息.
 

但是,
 

为了简化

这个问题,
 

我们对环境税τ和一次总付税T 进行分析说明,
 

必须承认,
 

这种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可

以通过稳健性考虑加以论证.
 

在完全性息条件下,
 

如果已知一个污染群体是否合作,
 

这种局限性就没有

任何影响,
 

因为有效的均衡总是可以实现的.
 

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这种局限就变得很重要,
 

对所分

析的问题影响很大,
 

因为政府可能需要通过复杂的制度机制设计,
 

以获知农业面源污染群体在排污水平

的选择上是否采取合作共谋策略.
为了将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程度纳入模型,

 

假设一个污染群体中有n 个污染者,
 

并且这些污染者被

分为n/k个组,
 

每组k个污染者.
 

因此,
 

定义农业面源污染者的合作共谋指数x=k/n,
 

x∈[1/n,
 

1].
 

面

对政府根据监测到的总排放水平征收环境税τ的政策,
 

每组污染者都相互合作,
 

确定自身的污染排放水平,
 

以实现集体利益(收益)最大化.
 

对于一个有k个成员的组,
 

如果用S 代表其他组的排放总水平,
 

那么整个

污染群体的总排放水平为S+ke=S+xne.
 

该组每一个污染者(在支付一次总付税T 之前)的净收益为

b(x,
 

τ)=π(e)-τ(xne+S)

每个污染者净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表示为

π'(e)-xnτ=0
在均衡状态下,

 

排污税的水平满足下列条件:

π'(e*)=xnτ≡t* (8)

当组内每个污染者都选择排放水平e=ε(xnτ)时,
 

收益实现最大化.
 

由于所有污染者都据此做出决策,

xne+S=nε(xnτ)

可以计算污染者个体的利润水平为

b(x,
 

τ)=π[ε(xnτ)]-nτε(xnτ) (9)

求解b(x,
 

τ)对x 的偏导数可得:

∂b(x,
 

τ)
∂x =π'(e)·ξ'(xnτ)·nτ-n2τ2·ξ'(xnτ)

在均衡条件下,
 

将(8)式代入上式可得:

∂b(x,
 

τ)
∂x =(x-1)n2τ2·ξ'(xnτ)>0 (10)

求解b(x,
 

τ)对x,
 

τ的交叉偏导数可得:

∂2b(x,
 

τ)
∂x∂τ =(x-1)·n2·2τ·ξ'(xnτ)+x(x-1)·n3τ2·ξ''(xnτ)=

nτ(x-1)
x

[2ξ'(xnτ)·nx+ξ''(xnτ)·n2x2τ]>0 (11)

由此可见,
 

b(x,
 

τ)是关于x的递增函数,
 

并且随着税率τ的提高,
 

污染者之间合作共谋获得的收益也会增

加.
 

我们可以正式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1 b(x,
 

τ)是关于x的递增函数,
 

并且在假设1(税收函数tε(t)是t的凹函数)下,
 

b(x,
 

τ)对x
和τ的交叉偏导数为正,

 

从而面源污染者间采取合作共谋策略获取的收益会随着环境税税率τ单调递增.
由(8)式可知,

 

如果监管者(政府)清楚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共谋的程度(x的值),
 

那么,
 

环境税有效率

的结果可以拓展到采取合作策略的污染群体.
 

实际上,
 

我们可以继续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2 在已知污染者合作程度x的完全信息条件下,
 

最优资源配置要求环境税税率τ=
t*

xn=
t*

k
,

 

因

而最优环境税税率τ随着污染者合作指数x 的增大而递减.
这一结果隐含的结论是,

 

关于农业面源污染者个体排放的信息没有价值.
 

有趣的是,
 

最优的环境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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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差别较大,
 

对于不合作的污染群体(x=1/n)最优环境税为t*,
 

而对合作的污染群体(x=1)最优环境税

为t*/n.
 

实际上,
 

根据e=ε(xnτ)可以得知,
 

给定环境税水平的激励作用随着合作共谋指数x的增加而提

升,
 

即合作程度越高,
 

均衡的污染排放越大,
 

这也是让环境税制度体系遭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
 

如

果污染群体的合作程度足够高,
 

在实践中通过环境税实现较大数额的转移支付的可行性就大打折扣.
 

值得

一提的是,
 

如果污染者不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将如何影响政策[10],
 

可以在模型中令x=0加以解决,
 

但在这

种情形下,
 

环境税显然没有效率.

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
 

不完全信息模型

我们假设已知农业面源污染者之间的合作程度(以指数x 表示),
 

分析了最优规制政策如何随着污染群

体的合作指数x 变化而变化.
 

实际上,
 

解释污染者之间合作程度的变量看上去并不能被政府(规制者)所观

测或掌握,
 

这些变量包括:
 

邻近和同行监控的努力,
 

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
 

存在着另一种博弈均衡(合作的

或非合作的)等等.
 

因此,
 

政府(规制者)不能预先知道农业面源污染主体属于哪种类型.
 

接下来,
 

我们将分

析如何获取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类型相关信息的问题.
和契约理论一样,

 

显示性原理允许我们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直接调控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
 

政府(规制

者)根据农业面源污染主体的合作程度(以合作指数x衡量)提供一种契约,
 

设定环境税τ(x)和一次转移支

付T(x).
 

同时,
 

这种机制还要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x,
 

x􀮨:
 

b(x,
 

τ(x))+T(x)≥b(x􀮨,
 

τ(x􀮨))+T(x􀮨)
其中,

 

x􀮨是除x外的污染者合作指数的任何其他值.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结果会令人十分惊讶.
 

如果

政策组合(τ(x),
 

T(x))和(τ(x􀮨),
 

T(x􀮨))比较而言,
 

合作指数为x的污染群体更加偏好前者,
 

合作指数为

x􀮨 的污染群体更加偏好后者,
 

则必有:

b(x,
 

τ(x))+T(x)≥b(x,
 

τ(x􀮨))+T(x􀮨)

b(x􀮨,
 

τ(x􀮨))+T(x􀮨)≥b(x􀮨,
 

τ(x))+T(x)
以上两式经过替换可得:

b(x􀮨,
 

τ(x))-b(x,
 

τ(x))≤b(x􀮨,
 

τ(x􀮨))-b(x,
 

τ(x􀮨)) (12)
根据推论1,

 

b(x,
 

τ)对x 和τ的交叉偏导数为正,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推论3 在假设1下,
 

任何激励相容的环境税τ(x)必须是关于x 的非递减函数.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推论3意味着合作程度高的群体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税的提高,
 

结果却会导致

更高的环境税.
 

但是,
 

从推论2可知,
 

政府(规制者)在实践中更愿意采取的政策与该结论正好相反,
 

因

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的环境税τ=
t*

xn.
 

因此,
 

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政策严重受限于不完全信息,
 

并且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有效的结论不能拓展到污染者可能合作的情形,
 

这一结论对于不完全信息条

件下的最优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为对政府(规制者)而言,
 

只有提高环境税税率是可行

的,
 

并希望环境税率随着污染者合作指数x 上升而降低(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情况保持一致).
 

最优的也

是可行的规制政策应当让具有不同合作指数x 的农业面源污染群体面临相同的环境税τ,
 

尽管资源配置

的效率性要求不同的环境税税率.
 

因此,
 

环境税必须设置在一个中间值,
 

对非合作群体而言税率过低,
 

而对合作群体而言税率过高.
 

换言之,
 

与最优状态相比,
 

非合作群体的污染排放高于最优水平,
 

合作群

体的污染排放低于最优水平,
 

出现这一否定的结论的关键在于严格的激励相容约束.
 

因此,
 

在不完全信

息条件下,
 

要实现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有效,
 

需要引入其他的政策工具,
 

即成本高昂的排污监控制

度,
 

以放松激励相容约束.

3 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规制:
 

环境税配合排污监控

一般来说,
 

最优的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应当是提供两种政策选择:
 

环境税机制和对个体排放进行监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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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传统庇古税的机制.
 

以C 代表监控每一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者排放量的成本.
 

由于合作程度高(x 值较

大)的群体可以更好地应对环境税的调整,
 

合作程度较低(x值较小)的群体看起来应当倾向于选择后者(排

污税或基于排放监控的庇古税),
 

而合作程度较高(x 值较大)的污染群体则更倾向于选择环境税.
 

接下来,
 

我们将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原则,
 

逐步放松假设,
 

分析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共谋指数x 对最优环境税规制

政策选择的影响.

3.1 污染者两类型的情况:
 

完全不合作与完全合作

首先,
 

我们考虑污染者整个群体可以是完全非合作(x=1/n)或完全合作(x=1)的情形.
 

当监控成本C
非常高时,

 

政府(规制者)为农业面源污染者提供政策选择:
 

两种环境税配合不同的一次转移性支付,
 

即(τ,
 

T)和(τ􀮨,
 

T􀮨).
 

这样,
 

激励相容约束可以写成:

U=b(1n
,

 

τ)+T ≥b 1
n
,

 

τ􀮨  +T􀮨(完全非合作群体)

U􀮨=b(1,
 

τ􀮨)+T􀮨 ≥b(1,
 

τ)+T(完全合作群体)

其中,
 

U 和U􀮨 分别为完全非合作群体、
 

完全合作群体的净收益.
 

根据以上两式可以得到:

b(1,
 

τ)-b(1n
,

 

τ)≤U􀮨-U ≤b(1,
 

τ􀮨)-b(1n
,

 

τ􀮨) (13)

(13)式中第一个不等式表明,
 

规制政策给完全合作的农业面源污染群体留下了社会成本很高的经济租,
 

因

为推论1决定了不等式左边的表达式为正,
 

并且随着τ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
 

政府(规制者)的最佳反应是让

τ向下偏离最优值.
 

同样,
 

只有当τ≤τ􀮨 时,
 

关于利润差的不等式才成立,
 

τ≤τ􀮨 也是环境税τ被扭曲低于t*

的另一个原因,
 

并且如果约束条件仍然满足,
 

那么τ应当被扭曲高于t
*

xn.
 

总之,
 

这种统一的环境税规制是

没有效率的.
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当社会成本C不太高时,

 

政府(规制者)可以向污染者提供两种政策选择时会出现什

么情况:
 

一种政策是对面源污染排放进行监控,
 

对污染排放征收排污税t并实施一次转移支付T;
 

另一种政

策是不对面源污染排放进行监控,
 

而对污染排放行为征收环境税τ􀮨 并实施一次转移支付T􀮨.
 

需要注意的是,
 

在征收排污税t的情况下,
 

不论污染者是否合作,
 

整个群体的决策行为都一致,
 

每个排污者的收益为

π(ξ(t))-tξ(t)

实际上,

π(ξ(t))-tξ(t)=b1,
 t
xn  

因此,
 

激励相容约束简化为

U=b1,
 t
xn  +T ≥b 1

n
,

 

τ􀮨  +T􀮨(非合作群体)

U􀮨=b(1,
 

τ􀮨)+T􀮨 ≥b1,
 t
xn  +T(合作群体)

规制政策还必须满足参与约束条件.
 

假设两种类型的农业面源污染群体的保留效用u(这是最初没有环境

税政策的状态)都相同,
 

我们会发现令人吃惊的结果:
 

在无需让农业面源污染主体获得经济租的前提下,
 

就

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实际上,
 

可以令t=xnτ􀮨=t* 和T=T􀮨,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自然得到满足.
 

并且,
 

通过提供一次转移支付T=T􀮨=u-b1,
 t*

xn  , 

实现U=U􀮨=u.
 

从而,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4 当农业面源污染群体可能完全合作或完全不合作时,
 

最优的规制政策是为污染者提供一种政

策选择:
 

要么选择对个体征收排污税t*,
 

要么对个体征收环境税τ=
t*

xn
并且进行数额为u-b(1,

 t*

xn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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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转移支付.
 

除了当污染者完全不合作时发生监控成本外,
 

这种环境税规制政策是有效率的.
实际上,

 

这种环境税规制机制是非常简单的,
 

并且让政府(规制者)在污染者合作时使监控成本

最小化.
 

更重要的是,
 

这种机制不会给农业面源污染者留下任何的信息租,
 

这是一个面临预算约束的

政府(规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
 

在这种机制下,
 

农业面源污染者不知道自己的个体行为对总体

排放观测值m 的影响,
 

其合作指数x=0,
 

因此最后必然会以传统的排污税结果(如果监管成本不超

过整个社会剩余).

3.2 污染者类型连续的情况:
 

多种水平的合作

上面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污染群体合作指数x可以取两个以上的值的情况呢? 这一部分主要分析更为一

般的最优规制政策,
 

合作指数x可以取 1
n
,

 

1􀭠
􀭡

􀪁􀪁 􀭤
􀭥

􀪁􀪁 之间的任意值.
 

为了不失一般性,
 

合作共谋指数为x(x属于

某一集合X,
 

X 也可能是空集)的污染群体倾向于监控他们个体排放水平,
 

并征收排污税t、
 

实施一次转移

支付T,
 

其他污染群体应该从一系列环境税政策组合(τ(x),
 

T(x))中进行选择.
首先假设污染者i不属于集合X,

 

那么,
 

相对于排污税政策组合(t,
 

T),
 

污染者i必然偏好于环境税政

策组合(τ(x),
 

T(x)):

b(x,
 

τ(x))+T(x)≥b(1,
 t
xn
)+T

现在考虑合作程度更高的群体:
 

x􀮨 >x.
 

由于b(x,
 

t)是x 的递增函数,
 

可以得到:

b(x􀮨,
 

τ(x))+T(x)>b(1,
 t
xn
)+T (14)

因此,
 

任何x􀮨 >x 必然更加倾向于选择环境税.
 

我们也证明倾向于排污税的集合X ∈[0,
 

x*],
 

所有合作

程度低于x* 的群体都倾向于排污监控政策,
 

其他所有类型都倾向于环境税.
 

考虑后面两种类型,
 

正如前文

所述,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为

∀x,
 

x􀮨 >x*:
 

U(x)=b(x,
 

τ(x))+T(x)≥b(x􀮨,
 

τ(x􀮨))+T(x􀮨)

其中,
 

U(x)是每个污染主体的收益.
 

根据包络理论可得:

dU
dx=bx(x,

 

τ(x))>0 (15)

因此,
 

所有合作指数高于x* 的所有类型都获得了经济租.
 

通过减少一次转移支付T,
 

可以保证合作指数低

于x* 的所有类型的污染群体参与约束条件仍然满足.
 

因此,
 

必然有

b(x*,
 t
nx*

)+T=u (16)

并且,
 

合作指数x>x* 的所有类型的污染者的经济租为

U(x)=u+∫
x

x*
bx(r,

 

t(r))dr (17)

根据前文,
 

可知期望剩余为

W =∫
x*

0
π(ξ(t))-

λ
1+λu-

1
n

D(nξ(t))
1+λ -C􀭠

􀭡

􀪁􀪁 􀭤
􀭥

􀪁􀪁 dH(x)+

∫
1

x*
π(ξ(xnτ(x)))-

λ
1+λU

(x)-
1
n

D(nξ(xnτ(x)))
1+λ

􀭠
􀭡

􀪁􀪁 􀭤
􀭥

􀪁􀪁 dH(x)

其中,
 

H 是一个关于x 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
 

以h 表示其概率密度函数,
 

通过分部积分,
 

可以得到:

W =∫
x*

0
π(ξ(t))-

1
n

D(nξ(t))
1+λ -C􀭠

􀭡

􀪁􀪁 􀭤
􀭥

􀪁􀪁 dH(x)-u+

∫
1

x*
π(ξ(xnτ(x)))-

λ
1+λ

1-H(x)
h(x) bx(x,

 

τ(x))-
1
n

D(nξ(xnτ(x)))
1+λ

􀭠
􀭡

􀪁􀪁 􀭤
􀭥

􀪁􀪁 dH(x)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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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忽略约束条件,
 

最优的环境税τ(x)必然满足以下条件:

τ(x)=
D'(nξ(xnτ(x)))

xn(1+λ) +
λ
1+λ

1-H(x)
h(x)

bxτ(x,
 

τ(x))
x2n2ξ'(xnτ(x))

(19)

等式右边第二项主要源于不完全信息,
 

并且在推论1下为负,
 

从而将环境税扭曲到最优水平t*

xn
以下.

 

但

要注意,
 

如果第二项表达式随x的变化而变化不大(也就是公共收入的边际成本λ不太高时),
 

τ(x)的导

数由环境损害函数D(nξ(xnτ(x)))对x的导数给出,
 

并且dτ
dx

是负的.
 

因此,
 

对每个x的值,
 

都有一个聚

束,
 

因而只有一个环境税的税率.
 

我们很容易证明,
 

对任何一个τ>t* 甚至对任何一个τ>
t*

x*n
,

 

第二

个表达式中的每个部分都是τ的递减函数,
 

因此,
 

环境税的税率设在一个更低的水平,
 

从而,
 

我们得到

以下推论:

推论5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最优的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是提供一种在排污监控配合最优排污税t* 及

征收环境税τ(x)两种政策之间的选择.
 

合作指数较低的污染群体选择排污监控配合最优的排污税政策,
 

并

且无法获得经济租(信息租);
 

合作指数较高的污染群体选择环境税政策.
 

在假设1下,
 

环境税低于最优排

污税t*,
 

并且如果λ足够小,
 

污染者只会选择环境税政策,
 

政府(规制者)也只会采用环境税政策.
这一推论将推论4的结果推广到更为一般的情况.

 

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
 

如果农业面源污染群体合作

指数足够高,
 

就可以节约排污监控成本.
 

这种积极的效应必须权衡信息租和排污监控成本,
 

以便正确地设

置x* 这个临界值.
 

即使由于经济租、
 

环境税被扭曲或者高昂的排污监控成本等原因,
 

最终的结果不再是最

优的,
 

这项政策仍然很简单,
 

可能在实践操作层面更有意义.
3.3 引入污染者风险偏好的情况:

 

风险规避

对环境税政策的一种普遍质疑认为,
 

由于污染测量误差的存在,
 

污染者所承担的风险较高,
 

因此很多

研究支持建立一个成本高昂的污染排放监控系统.
 

事实上,
 

如果有一个完善的监控系统,
 

风险和合作两种

因素的存在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因为个体的污染排放都被征了税,
 

补偿了污染排放造成的社会成本.
 

为了

将问题分析得更透彻,
 

我们将分析模型拓展到风险规避型污染者的情况.
 

正如上文所述,
 

在污染者规避风

险的情况下,
 

必要的环境税税率更低,
 

直观地讲,
 

与测量误差相关的风险应当大幅降低.
 

因此,
 

只要农业面

源污染主体的合作程度足够高,
 

就可以使用线性的环境税政策,
 

即使在面源污染群体采取合作共谋策略的

条件下,
 

污染个体也是规避风险的.
 

事实上,
 

我们可以正式地证明这一点:

根据假设条件,
 

我们可以得到:

m=∑
i
ei+y   (Ey=0) (20)

其中,
 

y为污染排放总量监测值的随机噪声,
 

其概率分布不依赖于污染排放量.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污染者

选择的污染排放水平与其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偏好没有关系,
 

这可以总结为冯·纽曼 摩根斯坦函数,
 

或者期

望效用函数V,
 

给定保留效用u,
 

规制者的最优化问题变为:

MAXτ,
 

T   nτξ(xnτ)+T-
1
n

D(nξ(xnτ))
1+λ

(21)

参与约束条件为

EV(b(x,
 

τ)-T-τy)≥u (22)

约束条件束紧,
 

所以T 由EV=u 隐含给定.
 

由于Ey=0,
 

可以得到:

∂T
∂τ =bτ -

cov(y,
 

V')
EV'

∂T
∂x =bx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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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推导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nξ(xnτ)+n2τxξ' +bτ -
cov(y,

 

V')
EV' -

D'(nξ(xnτ))
1+λ xnξ' =0 (24)

根据b(x,
 

τ)的定义,
 

可以得到:

bτ =τx2n2ξ' -nξ-n2τxξ' (25)

因此,
 

一阶必要条件简化为

τ=
1
nx

D'(nξ(xτ))
1+λ +

1
x2n2ξ'(xτ)

cov(y,
 

V')
EV'

(26)

可以发现,
 

如果农业面源污染个体是风险规避型的,
 

那么协方差cov(y,
 

V')为正,
 

从而最优的税率由于风

险规避而降低了.
为了分析目标函数随x 的变化趋势,

 

我们简单地利用包络理论,
 

推导目标函数对x 的导数可得到:

Y ≡-
D'

1+λnτξ
' +n2τ2ξ' +bx (27)

利用(10)式进行替换,
 

可以得到:

Y=ξ'nτxnτ-
D'

1+λ  (28)

利用(26)式进行替换,
 

最终得到:

Y=
τ
x
cov(y,

 

V')
EV' >0 (29)

因此,
 

当合作共谋指数x 足够高时,
 

环境税由于排污税政策,
 

我们可以总结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6 假设测量误差是可加的,
 

如果面源污染者是风险规避型的,
 

环境税政策实现的社会福利水平

会随着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指数x的提高而递增.
 

因此,
 

只要x足够高,
 

就采用环境税政策;
 

反之,
 

采用排

污监控配合排污税的政策就是首选.
因此,

 

对环境税规制机制的一种典型批判,
 

即面源污染者厌恶风险,
 

在污染者可能合作的情形下变得

缺乏说服力了.
 

同时,
 

如果已知存在合作共谋,
 

排污监控系统的成本则可以得以避免.
 

这些结论与

Xepapadeas[7]的研究结果相似,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他研究了污染者非合作的情形,
 

并且提出了包括

个体排污税和环境税的一种“混合机制”,
 

这一结论被污染者厌恶风险的事实所证明,
 

因而他们愿意支付部

分排污监控成本.
 

本文的结论不同,
 

因为我们发现,
 

风险规避型污染者可以因为采取合作策略的效应,
 

在

没有排污监控系统时,
 

或者在完全的排污监控机制下,
 

被有效地进行规制.

4 环境税与其他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社会福利比较

本文建立的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机制避免了承担排污监控成本,
 

因而在排污监控成本非常高的

情况下,
 

这种机制优于对所有污染群体征收庇古税的政策.
 

正如推论4所示,
 

我们提出的这种面源污染规

制机制也优于对所有污染群体一致线性地征收环境税的机制,
 

如果对农业面源污染征收非线性的环境税,
 

结果又会怎样呢? 还会有效率吗? 为了分析这一问题,
 

我们将模型推导更为一般化.

假设测量的是真实变量m,
 

并且m 的概率分布条件只是面源污染排放总量Z= ∑
n

i=1
ei.

 

以G(m,
 

Z)

表示给定Z条件下m 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并且假设G是平滑的,
 

通常占优条件G随Z递减,
 

因而偏导

数Gz≡
∂G(m;

 

Z)
∂Z <0.

 

因而,
 

线性的环境税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污染排放总量测量值m 的函数,
 

当m 被

观测到时每个污染者就必须支付F(m).
 

我们可以假设函数F(m)是非递减的,
 

并且是有界的(但并不必

11第2期     周志波,
 

等: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不对称信息和污染者合作共谋的影响



然连续).
 

现在,
 

可以将污染排放总量Z 条件下的环境税期望值写成

f(Z)=E(F(m)|Z) (30)

在关于分布G 的弱正则假设下,
 

最关键的一点是期望支付f(Z)处处可微.
 

这是因为测量误差使得F(m)

的非连续性更为平滑,
 

只要F(m)不是常数,
 

环境税f(Z)就是单调递增的.
 

现在,
 

考虑一个完全合作的污

染群体,
 

这个群体选择共同的排放水平e1 以最大化其集体收益n[π(e)-f(ne)],
 

求解集体收益最大化的

一阶必要条件为

π'(e1)=nf'(ne1) (31)

至于完全非合作群体,
 

其对称的污染排放水平e0 通过纳什均衡条件获得,
 

e0 必须最大化个体收益,
 

即

MAX.
 

π(e)-f((n-1)e0+e) (32)

求解最大化问题,
 

得到一阶条件为

π'(e0)=f'(ne0) (33)

很明显,
 

完全合作和完全不合作问题的一阶条件是不相同的.
 

根据e1 和e0 的定义,
 

我们可以得到:

π(e1)-f(ne1)≥π(e0)-f(ne0)

π(e0)-f(ne0)≥π(e1)-f((n-1)e0+e1)

根据以上两式可得:

f((n-1)e0+e1)≥f(ne1) (34)

根据假设可知,
 

f是关于e的递增函数,
 

因而必然有e0>e1,
 

检验函数f的一阶导数就可以发现e0和e1是

显著不同的污染排放水平.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7 在非线性环境税机制下,
 

合作的农业面源污染群体选择的污染排放水平低于非合作污染群

体,
 

即e1 <e0.
由此可知,

 

在非线性的环境税机制下,
 

永远达不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因为合作和非合作条件下,
 

均

衡的污染排放水平不相等,
 

为了让两种条件下的污染排放水平差距缩小或者更加接近,
 

可以让f'(ne0)变

大的同时f'(ne1)变小.
 

这种规制机制的政策含义与Hansen提出的建议类似,
 

他主张实行环境税费支付下

限制度,
 

这样的机制在Z<ne* 时尽可能平缓,
 

在Z≥ne* 时尽可能陡峭,
 

显然,
 

这样的改变是正确的,
 

尽

管有效率的结果再次无法实现(除了当测量误差消失的情况).
最后,

 

我们给出任何非线性环境税机制效率的约束边界,
 

上述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π'(e0)=f'(ne0)=∫F'(m)[-GZ(m;
 

ne0)]dm (非合作污染群体)

π'(e1)=nf'(ne1)=n∫F'(m)[-GZ(m;
 

ne1)]dm (合作污染群体)

我们定义:

K(Z0,
 

Z1)=Infm
Gz(m;

 

Z1)
Gz(m;

 

Z0)
≥0 (35)

由于F(m)是非递减函数,
 

通过选择Z0=ne0 和Z1=ne1,
 

可以将其带入上式得到:

π' Z1

n  ≥nK(Z0,
 

Z1)π' Z0

n  (36)

这一公式证实了只要满足n≥2就无法获得有效率的结果,
 

因为效率要求Z0=Z1=ne*,
 

这又意味着K=

1.
 

当允许Z0≠Z1时,
 

会出现两种情况.
 

如果Z0接近于Z1但K(Z0,
 

Z1)接近于1时,
 

约束条件不能成立,
 

因而即便是在随机的非线性环境税下也只能排放不同水平的面源污染,
 

而这又是与有效的资源配置相背离

的结果.
 

如果Z0接近于Z1但K(Z0,
 

Z1)接近于0时,
 

情况会更为复杂,
 

Mirrless对此进行了研究.
 

结果证

明,
 

当m 趋近于无穷时,
 

我们定义的K 所表示的比率趋近于0,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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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m→∞

K =0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环境税机制就是实施任意大的惩罚,
 

但概率(或者征收率)趋于零,
 

只有在这一

点,
 

上述约束才会以极限的形式消失,
 

因而有可能接近有效率的结果.
 

但是,
 

这样的结果要以没有限制

的转移支付为条件,
 

这一特征使得在现实中这种规制机制不具有可行性,
 

因为政府的公共支出总是有诸

多限制的,
 

并且需要经历比较复杂的行政决策程序,
 

我们所建立的规制机制并不依赖于这一特征,
 

不要

求实行无限转移支付,
 

并且无需准确掌握测量误差的概率分布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必要分析一系列

的非线性环境税机制优于本文提出的机制,
 

这一系列非线性政策的设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噪声

分布已知的假设.

5 结 论

本文研究了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对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影响.
 

我们认为,
 

由于种种原

因,
 

政府(监管机构)很难观察到一个污染群体内部的合作程度.
 

我们解决了当政府(规制者)不清楚农业面

源污染群体的合作类型时最优的规制问题,
 

并且发现这种规制的效率严重受限于不对称信息.
 

因此,
 

环境

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有效的结论在污染者可能合作的情境下不一定成立.
 

我们引入了以一定的成本监控污

染排放这一因素后发现:
 

对非合作群体征收排污税、
 

对合作群体征收较低的环境税,
 

可以实现最优的污染

排放配置.
 

这样的环境政策能够实现最优污染排放配置并且不会给污染者留下任何的经济租,
 

但是当污染

者采取非合作策略时社会必须承担监控测量成本.
 

本文提出的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机制适用于不同合作程度

的污染群体,
 

更容易反驳一些对环境税的批判,
 

特别是环境税对于风险规避型污染主体的影响,
 

因为在污

染者采取合作策略时,
 

环境税可能更低.
最后,

 

为了弄清污染者合作对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问题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将合作作为农业面源污

染者的一个外生性特征,
 

这给未来的研究留了两个方向,
 

即解释为什么存在合作共谋,
 

将污染者的合作

行为内生化于环境规制模型中,
 

共同财产制度研究在解释污染主体之间的合作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环境税可能引致污染者在何种程度上合作,
 

也是未来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
 

并且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可以

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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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y
 

Environmental
 

Taxes
———Analysi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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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ive
 

Co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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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tax
 

o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re
 

studi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when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and
 

collusion
 

between
 

polluters
 

is
 

not
 

clear
 

or
 

can
 

not
 

be
 

effectively
 

observ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ors,
 

the
 

regul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y
 

environmental
 

tax
 

will
 

be
 

greatly
 

restricted.
 

If
 

regulators
 

can
 

invest
 

a
 

high
 

cost
 

in
 

mo-

nitor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n
 

the
 

optimal
 

regulatory
 

policy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co-conspirators
 

collectively,
 

and
 

will
 

levy
 

a
 

low-

er
 

environmental
 

tax
 

on
 

the
 

co-conspirators
 

collectively,
 

but
 

will
 

levy
 

an
 

optimal
 

but
 

high
 

tax
 

rate
 

on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dividuals
 

in
 

the
 

non-cooperative
 

conspirators
 

coll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if
 

risk
 

preference
 

factor
 

is
 

introduced,
 

whe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ers
 

are
 

risk
 

averse,
 

the
 

overall
 

so-

cial
 

welfare
 

level
 

will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olluter􀆳s
 

cooperative
 

conspiracy
 

index.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tax;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com-

plete
 

information;
 

cooperative
 

collusion;
 

risk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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